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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回顾了石器分析方法的发展与演变，追溯了类型学的诞生与发展过程，介绍了操作链的缘起，

并对它所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方向进行了讨论。对于从操作链研究中演化出的两大分支——技术心理（认知）

学与技术经济学，文章主要介绍了技术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与具体操作方法。作者认为旧石器考古学对石

制品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包含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多个层面多种分析方法，任何一种孤立的方法

都无法全面的将石制品所蕴含的人类信息提取，只有以关联的思维，以人类行为为研究目标，结合类型学、

操作链、定量、定性、宏观、微观多种方法，整合不同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果，才能最大程度的获取古

人类行为信息，这也正是操作链所秉持的整体和联系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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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its rich artifact collections of the Paleolithic, archaeologists use a variety of 

methods to derive information on human technological behavior from this period.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lithic analysis, including the birth and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lithic 

typology. As well the origin, problems and use of the chaîne opératoire  are also discussed. A 

techno-economical approach is also introduced. Author stress whatever macro-typology, chaîne 

opératoire, microwear, residue analysis, is necessary to assess human behavior. Intergrating 

different methods in lithic analysis is the future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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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石制品作为古人类留下的最丰富，同时也是保存最好的文化遗物，一直吸引着考古

学家们绞尽脑汁尝试采用各种方法对其进行研究，试图从一件件冰冷的石头中 “ 榨取出更

多人类行为信息
[1]
”。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前期，石制品被视作“标准化石”（fossiles directeurs）而

成为地层中划分文化时代与属性的标志。石器分析多基于学者的个人学识和对石制品及其

多样性的理解，注重个别具有指示性的精美石制品的描述。但在记录石制品时不同学者对

同一件石制品会有不同的描述，甚至同一学者在不同时间对同一石制品的描述也会有出

入
[2]
。正因如此，当裴文中认为周口店发掘出土的石英为人工石制品时，争议四起，最终

还是由法国的旧石器权威 H. Breuil 教授一锤定音，肯定了裴文中的判断。由此可见，当

时并没有什么方法论对石器分析进行指导，学者个人的经验、声望和学术权威成为判定学

术争议的重要条件
[3]
。研究者着重根据个别高重复且具有代表性的石器工具的形态变化建

立人类文化演化序列。对于其所蕴含的人类行为、技术及多样性等相关信息却认识甚少。

尽管在 G. d. Mortillet 和 H. Breuil, D. Peyrony 等人的努力下，首先在西欧建立了从阿舍利 
(Acheulean) 期、莫斯特 (Mousterian) 期、奥瑞纳 (Aurignacian) 期、梭鲁特 (Solutrean) 期、

马格德林 (Magdalenian) 期到罗本豪森 (Robenhausienne) 期的进化序列，但对石制品的认

识仍囿于 “ 标准化石 ” 这一狭窄的视野，此时对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认识也主要停留单线

（Unilinear）进化的人类发展框架内
[4]
。

20 世纪 50 年代，法国学者开始意识到对于他们的研究需要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方法论

层面的指导
[2]
。F. Bordes 和 S. Bordes[5, 6]

等人分别出版专著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方法，对法

国旧石器时代早、中期
[7, 8]

和晚期
[9, 10]

的石器（stone tools）进行了类型学上的划分。其

中最为突出的当属 F. Bordes 对法国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文化的研究。12 岁即开始练习

石器打制的 F. Bordes 基于丰富的石器打制经验，以石器形态为基础，创造性地将石器分

为 63 个类型，引入定量统计的方法，根据不同类型石器数量和频率上的变化将莫斯特文

化分为四个类型，并认为它们分别对应着在同一时空范围内生活着的带有不同文化传统的

人群。这一研究突破了早期直线进化的模式，解释了石器工业所反映的人类文化多样性，

因而很快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
[2, 11]

。

尽管后来美国考古学家 L. Binford 和英国考古学家 P. Mellars 对莫斯特文化的多样

性提出了不同的解释
[11-13]

，美国考古学家 H. Dibble 也从石器修理动态演变的角度对 F. 
Bordes 的类型学提出了质疑

[14, 15]
，但 F. Bordes 一手建立的类型学是基于对石器工具统一

位标（Landmarks）的观察而得出的相对标准的类型定义，因而这一体系被广泛个应用与

欧亚大陆的旧石器时代石器分析研究中
[16]
。

然而，随着材料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意识到 F. Bordes 的类型学存在着

严重的缺陷：虽然他跳出了早期以个别精美的石制品代表某个石制品组合这一 “标准化石 ”
方法的研究窠臼，但却仍然踱步于工具形态研究中。其分类不够客观，而且分类标准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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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受到原料限制的不同技术和功能相混淆，同时它还存在对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认知能力

的简单猜测等缺点
[3, 17-19]

。诚然，构建一个通过研究石制品去探索人类行为的标准模式并

非易事，但其基本原则应当是清晰的，即分析手段必须以人类行为而非石器形态为导向。

对于类型学存在的问题 F. Bordes 本人也并非没有意识到。1972 年，他与 J. P. Rigaud
和 S. Bordes 联合发表了《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目标，问题和局限》（Goals, problems and 
limits in Paleolithic archaeology）一文 [20]。在文中，他们试图推动一项对史前人群在一年

中不同时段里采用不同策略利用遗址的功能研究。该研究结合了石器分析、动物分析、空

间分析方法，并且考虑到了原料多样性对遗址功能研究的影响。也是这一时期，F. Bordes
在其任教的波尔多第一大学（University of Bordeaux I），积极鼓励微痕研究

[21]
和原料研

究
[22]

等新研究方法的发展，但他没能提出操作链的概念。最终，真正的操作链（chaîne 
opératoire）研究于 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于巴黎

[2]
。

2 操作链的缘起、发展与问题

2.1  操作链的缘起

操作链概念是由法国民族学家、史前考古学家 André Leroi-Gourhan 提出的
[23, 24]

。A. 
Leroi-Gourhan 是法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 Mrcel Mauss（1872-1950）的学生。Mauss 认为技

术 (technique)可以被定义为：为了产生机械、物理、化学效果的传统行为。各种技术的结合，

构成了工业（industries）和工艺 (crafts)。技术、工业和工艺，共同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技术

系统
[25]
。Mauss 对属于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却使用同一种姿势（gestures）进行不同的行

为活动（比如游泳，散步，挖掘）感到困惑。他认为这些技术一定是通过社会学习而得的，

而非一种生物机能，因而他在研究中试图通过对这些技术的研究来复原社会组织行为。受

Mauss 的影响，A. Leroi-Gourhan 意识到技术研究的重要性。1943 年，他在《进化与技术》

（Evolution et Techniques）第 1 期上发表了《人和物质》(L’Homme et la Matière) 一文，论

述了如何通过研究技术、社会或宗教行为来探索人类本身
[26,27]

。他详细地阐释了民族学研

究中技术的分类和理论，突破了同时代民族学研究只关注工具、产品的研究方法的局限，

扩展了 Mauss 的技术学的内涵，为法国现代技术学（technology）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随后，

为了更好地研究技术现象，他开始关注 F. Bordes 等人的石器打制实验，这促使他认识到

整个技术流程和行为的意义及其对技术分析的重要性。在 1965年出版的《记忆与节奏》（La 
Memoire et les rythmes）一书中，他首次应用操作链这一概念作为技术研究的描述工具

[27]
，

操作链的概念也就孕育而生了
[29]
：

技术，就是以一个准确的 “ 句法 ”（syntax）将姿态和工具同时有序的组织为一个链条。

这一 “ 句法 ” 要求既给予操作序列以稳定性，同时又有灵活性。它诞生于大脑与材料的对

话，形成于记忆中
[24]
。

与此同时，在法国南部小镇 Les Eyzies 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史前石器技术研讨会
[30]
，包

括著名石器打制专家 F. Bordes 和 D. Crabtree 在内的多位法、美考古学家通过对打制石器技

术的实践与研讨，确立了石器模拟打制实验和拼合分析是操作链研究的重要方法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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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了它们在石器技术分析中的地位，也进一步完善了操作链的科学性。

2.2  操作链的发展

此后的数十年里，以 J. Tixier 和 M. L. Inizan 为代表的的法国史前学者首先接受了操

作链这一研究方法，并进一步解释其内涵：

技术学不是类型学。它在研究时首先考虑到全部石制品材料，而非武断的选择所谓

“ 工具 ” 的石制品作为研究对象；技术学可以将所有石制品置于技术行为序列中，这一序

列始自原料阶段，终于工具的 “ 死亡 ” 和废弃阶段；即使研究对象包括成千上万的细石器

（microlithics）和废片（debris）等微小产品，这一石制品组合也能在技术分析这一有序

的路径（methodical scheme）中被归置为一个连贯的整体
[31,32]

。

他们在研究史前人类社会时开始将目光从古人类留下的石器转向古人类的技术行

为，甚至将其所在的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研究部门命名为“史前史和技术

（Préhistoire et Technologie）”。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巴黎第十大学（Paris X），几

部博士论文 [33-35]
的陆续出现为操作链的应用与推广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36]
，越来越多的英

美学者也开始接受并使用这一方法。

操作链作为研究石器技术的一种方法，包括了 1）复制石核剥片程序，2）石制品拼

合分析，3）石制品片疤形态分析，4）技术分类这一系列操作序列 [30]
。其研究对象涵盖

了从获取原材料——确立一个或多个打击台面（选择性的修理台面）——最初的毛坯获取

（修整台面和剥片面）——毛坯的再获取——选择工具制作的毛坯——制作工具（修理）——

再修理工具——最终抛弃或消耗的一系列步骤。当然，这一系列步骤的产品并不一定会全

部出现在遗址中，也并不是必须完整的出现在整个石制品生命过程中。对待每一个石制品

组合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这种整体性和关联性的研究方法不同于只重视加工工具

的类型学研究，在解读石制品的生命史及在整体组合中的时空位置方面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一些欧美学者认为操作链的理念与美国考古学家 Schiffer 提出的行为链（Behavioral 
Chain）[37-39],甚至剥片程序（Reduction sequence）相似

[40]
，有的学者也用操作程序（Operational 

sequence）或石核剥片程序（Core reduction sequence）来代替操作链这一名词
[30]
。应当看到，

尽管与上述其它概念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但操作链的内容不仅涵盖了石制品生命史的一个

动态过程，也包含了技术姿态和思维运作等抽象概念
[41]
。特别是法国学者对石器打制者

意图（intentionality）和认知（cognition）能力的探究是他们与美国学者的最大区别 1)。操

作链不仅可以应用于石器技术研究，也广泛适用于其他所有物质材料的文化行为研究，其

研究视野显然要大于剥片程序
[38]
。相比行为链和石核剥片程序，它提供了一个更为宏大

也更具有包容性的体系。此外，操作链概念的提出，在石器分析史上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

了一种分析方法，更重要的是它开拓了研究者的思路。它促使研究者将视野扩展到所有石

制品，而非仅关注其中的一部分，从而衍生出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学与人类学问题，也将人

们对研究对象静态的观察转移到动态的思考，跳出了传统的类型学羁绊，更加关注人类技

术、行为，它带给旧石器考古学研究的影响也必定是深远的。

1) 美国学者 Thomas Wynn 将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心理学理论引入人类认知和智力发展的讨论。D.Stout 近年来尝试将神经心

理学（Neuropsychology）的方法与理论引入认知考古学 (cognitive archaeology) 领域，探讨石器打制技术所反映的古人类认

知能力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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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操作链的缺陷与发展

尽管操作链具有上述种种优点，但它也有自身的缺陷。首先，操作链的出现是以对 F. 
Bordes 的类型学的反叛为目标的。因此，在其诞生之初，它的支持者们拒绝 F. Bordes 所
采用的研究方法，其中就包括定量统计方法。同时，他们也不认为需要对石制品进行单个

研究，在他们看来，操作链研究中单个的石制品本身并无意义，它们只有在整个石制品组

合这一关联背景（context）中才有意义。正因如此，他们也就排斥以表格或数据库形式，

根据预先制定（pre-established）的不同类型石制品的观测属性记录石制品的研究方法
[2]
。

E. Boëda[42]
应用操作链方法研究了法国 Biache Saint-Vaast 遗址Ⅱ A 层的石制品，并重建

了该遗址古人类的剥片技术。他认为该遗址存在两种勒瓦娄哇循环（recurrent）剥片模式：

模式 A 是单向的，而模式 B 是双向的，且这两种剥片模式被各自独立执行，也就是说每

一个石核要么是单向剥片，要么是双向剥片，没有既采用单向又采用双向的石核存在。并

据此推测这两种剥片模式在认知上的不同。然而，H. Dibble[43]
结合以统计学为基础的属

性分析和剥片程序分析重新研究了这批材料，通过对片疤模式的统计与比较，他的结论与

E. Boëda 的结论恰恰相反：他认为模式 A 和模式 B 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很可能是在石

核剥片之初，采用模式 A 技术，随后又对同一石核继续使用模式 B 直至废弃。这一经典

案例一方面反映了相对于属性分析，操作链分析对同一遗址内不同剥片模式之间的关系会

有辨识不清的缺陷；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没有一种研究方法放之四海而皆准，在研究中必须

要考虑到每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比如，当几种完全没有联系的剥片模式在同一个石制品

组合中出现时，操作链分析无法得知这是由同一群体在同一时间段内同时使用，还是由几

个或一个群体在不同的时间段采用的不同模式的结果。一些学者也认识到属性分析和操作

链都有其自身的长处与缺点，最有效的方式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
[44,45]

。

其次，对于一些石制品数量很少的遗址或很少有可鉴定技术特征的石制品的遗址，

操作链是无能为力的。而且当一个遗址的石制品组合中出现两套甚至更多的技术模式，而

其中有的技术模式残留的可鉴定技术特征的石制品太少，也会造成操作链研究对整个石制

品组合技术模式的误读。也就是说，操作链分析是严格受所研究材料的完整性和技术可鉴

定性影响的
[39]
。

此外，尽管操作链可以在一个石制品组合中揭示多个剥片模式，但当面对两个或更

多并无关联的剥片模式时，却无法解释这多个剥片模式之间的关系，即是同一群人同时

采用这两种剥片模式，还是先后有不同的人群在同一遗址利用不同的剥片模式。O. Bar-
Yosef 等 [30]

还根据对 Taramsa 1 遗址石制品的拼合研究，证实了操作链在辨识石制品片疤

所包含的技术信息时，有可能会产生对史前人类思想的误读等问题。他们认为操作链方法

在实践中存在没有统一标准，主观性过强等缺陷，强调操作链应以人类学研究的视角研究

这些技术形成、延续、和消失的动因，不仅要关注工艺序列更要关注环境、人口、群体行

为等背景条件。

尽管美国学者对操作链的批判是犀利而尖锐的，但我们要考虑到英美学者与法国学

者的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的不同，他们在对石器分析的认识论上也存在不同
[46]
，同时我

们也要看到操作链自身在探讨人类个体行为、认知能力、不同石制品组合对比研究等方面

的潜力。正如 Testovin 所言：“ 操作链在石器研究视野的多样性还远远没有得到开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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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学研究中的潜力是无穷的
[38]”。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中应用操作链思维和

方法，一方面对操作链的反思和批判的声音逐渐增多
[30,38]

，另一方面，操作链也在实践中

逐渐进步与发展
[47-50]

。

3 操作链的技术 -经济学操作

目前，在应用操作链分析方法研究石制品组合的应用领域内主要有两大流派：技

术—经济学（techno-economical）和技术—心理（认知）学 (techno-psychological/techno-
cognition) [30, 31, 51]

。前者主要是通过研究保留在石制品上的一些技术特征（如片疤位置和

模式，打击点、磨琢痕迹等）将每一个石制品置于剥片程序中，构建石制品在剥片和使用

阶段的时空位置，重建打制操作流程和步骤，研究打制者可能对多种原料采用的不同开采

方式，进而分析产生石器工业多样性的原因 , 使石制品生产与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探讨具

有了文化传统的意义
[27]
（图 1）。后者则视石制品剥片系统是获取毛坯或工具的思维概念

的结果，并且着重于描述这一思维概念的多样性。李英华
[27,52-54]

曾撰文详细地介绍了技术

心理（认知）学的理论、操作和实践，并应用该方法研究了观音洞遗址出土石制品，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然而，Bar-Yosef 等 [30]
认为，尽管技术心理（认知）学提供了一条探寻史

前人群剥片行为的思维模式和认知能力的途径，但打制者（knappers）对其剥片行为的选

择和决定受所处的社会环境得影响却是很难被获知的。较之仅关注原料如何转化为最终产

品的技术心理学，技术经济学显然具有更广的视野。实际上，技术心理学更像是 Thomas
所介绍的高层理论，但这一方法是应用高层理论直接对基础材料进行分析，缺少了中间的

桥梁进行解释，因而容易受到“主观性过强”的批评。本文仅就技术经济学的操作方法进

行简要介绍与讨论。

图 1  操作链 [2,59]

Fig.1  Scheme of chaîne opérato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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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学的主要创建者 C. Perlès 认为
[55]

技术经济学是对石器工业进行细致的科学

观察和分析的领域 , 该研究主要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人类的技术行为。最初的

应用主要集中在比较某一区域内的同一人群因季节不同而产生的不同行为。随着技术研究

的进展 , 新的概念如原料经济 (economy of raw materials) 和剥坯经济 (economy of débitage)
被提出 , 使我们能更深入的解释石器工业生产体系在某一时空范围内的多样性

[27]
。

M·Soressi[2]
等认为，就某一石制品组合的具体分析而言，技术经济学的操作可以分为以下

几个步骤：

首先，根据岩石学标准对石制品岩性进行分类。岩性会对剥片者的剥片行为产生影响，

并直接反映在遗址中所发现石制品的岩性类别和石皮面积上。根据对石制品原料的观察不

仅可以判断石制品原料的来源，也能分析同一遗址对不同原料石制品可能采用的不同管理

开发模式。同时，对石制品表面石皮面积的统计还可以得知该石制品在剥片程序中的位置，

也可以根据遗址中保留的不同阶段的石制品数量判断遗址的属性和功能 [32,56]
。在这一步骤

中，剥片实验可以成为探索古人类行为的重要工具，它也是模拟和复制剥片步骤的重要手

段。对比实验产品和遗址中出土产品可以让研究者更好的了解剥片模式和步骤。

在岩性分类的同时可以将石制品简单分为石核类（石核、两面器以及石核砍砸器等）

和石片类（石片及毛坯为石片的工具）两大类，并依其大小顺序排列。这一分类可以判断

是否所有石核类产品都是在同一阶段被废弃，是否存在不同原料利用率不同，是否带石皮

和不带石皮的石片类产品在遗址中都有出现，原料的尺寸和最终废弃尺寸与石片类产品尺

寸的对比等多个技术特征。因为石核剥坯行为是一个消减的过程，对石核来说，石核表面

石皮比例和石核的大小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石核被利用的程度和剥坯程序进行到的阶段。

其次，在初步的分类之后，即可开始探究产生这一石制品组合的技术（techniques）
和方法 / 技法（methods）2)

。对于技术，可以根据已有学者积累的剥片实验研究数据对石

制品进行鉴别，也可以由研究者自己采集与遗址相同的原料进行剥片实验，分析遗址石制

品的技术特征
[2]
，当然，最好是结合上述两种方法。S. Soriano 等人

[57]
在研究南非中石器

时代（Middle Stone Age）Rose Cottage 洞穴遗址石制品时便结合 J. Pelegrin[58]
在法国利用

燧石剥片的实验数据和他们自己利用南非当地蛋白石进行打制实验的数据，建立了辨识该

遗址技术特征的标准，并判断该遗址采用的是直接打击技术而非间接打击技术。对于方法，

判断残留于石制品上的片疤方向和迭压顺序是研究剥坯 (débitage) 方法的重要方式。当然，

拼合分析也是一种了解剥片顺序的方式，它能提供研究遗址石制品操作序列最直接和最准

确的信息，但这一方法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尽管 E. Boëda 发现不同的剥坯会产生

相似的产品 [27,60]
，但一些特征性的产品仍能表明剥坯的某一关键步骤。如为了连续维持一

个剥坯面和石核台面进行往复剥坯（图 2a），必然会产生两种类型石片：一种是为了维

护鼓凸的剥坯面而对前次剥片后的剥坯面进行修整而产生的石片；另一种是“毁坏”也就

是在这一鼓凸剥坯面上进行剥片行为产生的石片。通常，前一种石片横向或（和）纵向截

面会呈现不对称，而后一种则多为对称（图 2b）。在勒瓦娄哇循环 (recurrent) 剥坯技术中，

一定会产生石核边缘石片 / 石叶（core edge flake（blade）/ éclat（Lame） débordant）（图

2)　技术指打击技术，如锤击（包括硬锤、软锤）、砸击及等使石片从石核上剥落的方法，也包括握持原料和石锤的方式及

打击过程中身体的姿态。方法或技法是指已经存在于剥片者思维中的剥片程式，主要指剥片程序（reduction sequence）。

方法可以由一种或多种技术组成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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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和其他“维护”（maintenance）石片以重新创造一个略微鼓凸（convexity）的剥坯面，

进而继续剥取勒瓦娄哇石片。

第三步，根据对技术和方法的分析，重组遗址操作序列中不同阶段产品的形态特征，

复原整个操作链的操作程式，这一过程也被称之为“意象拼合（remontage mental）”或“考

古拼合（remontage archaéologique）”
[27]
。这一阶段的工作也是构建“操作程式”(operative 

scheme) 的过程。许多学者采用流程图示的方式对这一程式进行展示
[61,62]

（图 3）。

最后，还需要注意操作链中每一阶段的产品是否都在遗址石制品中出现，是涵盖了

不同的原料种类还是不同的原料有不同的操作序列等问题，即所研究石制品组合中包含几

条操作链。

在完成上述操作后，不能仅停留于分析石器生产过程这一阶段，还需进一步扩展至

对人类技术行为的生态经济学思考。换言之，即需要从宏观走向微观：结合一些微观分析

手段，如岩相分析、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等方法获取如石料来源、最终功能及适用对象

等方面的信息，整合环境、年代等数据，探讨古人类生存的时空背景及其在此背景下的生

计行为、应对策略、认知发展等。

图 2 Levallois 循环剥坯技术示意图（a 改自 [60]，c 图标本来自于水洞沟 1980 年发掘出土石制品）
Fig.2  a, b：Scheme of Recurrent Levallois Method;  c：éclat/lame débordant of SD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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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 论

我国的石器分析诞生于上个世纪 20 年代的周口店考古发掘中。裴文中先生尝试应用实

验研究、微痕观察验证周口店石英制品的人工属性。但在随后的数十年里，由于历史的原因，

尽管积累了丰富的材料，但在研究方法上却踯躅于对加工产品的简单分类和描述。虽然法

国学者 F. Bordes 的类型学也被引入国内的研究中，但却鲜见用这一方法对石器文化的成功

划分。这一方面归因于学者们对中国考古材料“简单”、“缺乏变化”的固有观念，也根

植于中国考古学自身浓厚的历史、地质学背景——以记录、描述为主导思想
[63, 64]

。在此背

景下，学者们大多关注“物”，却忽视了“人”。虽然这些工作为夯实我国旧石器考古学

的研究基础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提供了大量基础材料，但在探讨人类技术行为，特别是个

图 3 水洞沟第 1 地点剥坯模式 1[62]

Fig.3   Reduction Sequence Mode 1 of SD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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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群体技术行为方面却言之甚少、语之不详。少量模拟打制、拼合研究及动态类型学分

析也未能得到更大的推广应用。同时，这一简单的分类与描述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因而严

重制约了跨遗址的对比研究，特别是在国际交流中往往陷入自说自语，无人关注的局面。

随着 20 世纪末对外交流的增多，操作链概念被学者引入国内旧石器考古研究中，越

来越多的学者扩大了视野，开始关注除加工工具以外的其他石制品，定量分析也被作为一

种常规手段广泛应用于研究中。然而，目前在国内通常采用的所谓操作链研究，实际上更

接近 Chazan[65]
所描述的名义分支（Nominalist approach），即拒绝由研究者强加的主观分

类，代之以一种客观、定量的石制品形态分类。强调如原料多样性、工具功能与更新、环

境压力等因素
[66]
。这一模式与建立在技术研究基础上的操作链在研究视角上是不同的，

正如 Chazan 对技术分支（technological approach）的介绍中说道，技术分类是建立在对石

制品的生产方法的关注，而非仅仅针对加工工具这一类最终产品，分类的目标是制造石器

的古人类个体行为，而非石器本身。因而我们更需要在研究中引入模拟打制实验、拼合研

究等手段，尝试以多种视角来考察出土石制品背后的古人类行为，串联起遗址中发现的石

核、石片、断块、碎屑，重建技术流程和操作链。尽管拼合工作耗时耗力，模拟打制石器

技术也需要长时间练习，但只有通过模拟实验才能了解不同石料对石器打制的制约、不同

打击材料（石锤、鹿角、骨锤）在打击时产生的特征、不同身体姿态与技术对石器生产的

影响等一系列问题。也只有将实验结果与遗址中出土石制品的拼合结果相印证，才能为研

究远古人类技术行为提供更为科学的解释。此外，石器打制是一项复杂而精细的人类行为，

涉及到技术、心理、认知等多个方面，因此模拟打制实验不仅对研究远古人类技术有重要

意义，而且在研究人类心理、认知演化等重大问题上具有更大潜力。

作为一门舶来学科，我国石器分析的方法多源自研究水平发达的美国、法国。这些

方法的大多借鉴于地质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源自对某个特定遗址或某个特殊区域

的具体石器材料的研究。因而，我们在应用这些方法时都要考虑到我国材料的适用性，并

力争根据材料开拓思维、以现有方法为基础进一步创新。同时，石器分析方法应当保持多

样性，因为无论是类型学、操作链、还是定性、定量研究都各有所长、对不同材料各有其

优点和不足甚至可以说是不同的研究范式，在解释古人类行为、时空框架、族属人群等方

面都能发挥不同的效用，它们并无优劣之分。关键在于研究时始终要带着对古人类体质、

行为、认知、心理的科学问题，探究如何合理的引入更多方法，以整体和联系的思维串起

石制品之间以及石制品与古人类个体、群体间的关系。

5 结 语

石器分析方法从类型学的一支独大到操作链的出现带来的百花齐放，不仅体现了一

种宏观分析方法的变化和丰富过程，更是一种思维模式的革新和对古人类行为认知深度的

拓展。对操作链的应用，无论是技术心理（认知）学还是技术经济学都不可能独立进行。

正如人类的思维指导着行为，而行为又影响着思维这一客观存在一样，技术心理学和技术

经济学在操作链研究中也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
[27]
。进入新世纪，随着脑科学、神经

科学、进化心理学的发展和基因技术、分子生物学的进步，考古学家们对古人类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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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窥测也会得到更多理论、方法的支撑。

在石器宏观分析方法演进的同时，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进步，在微观层面对石制品

分析的手段也逐渐多样化，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岩相分析等方法也逐渐广泛应用于石

器时代考古。这些方法的应用对于研究古人类行为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并且它们互为

补充，弥补了传统宏观分析所无法触及的领域。而这也正是操作链研究所提倡的整体理念

的一种实现。未来的石器分析就是要在这一整体理念的指导下，运用各种技术获得多样信

息，并整合不同研究得出的结论，用关联的思想结合各种研究手段和方法，以期更全面的

对古人类行为信息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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